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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生态补偿的实践也在快速推进，在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生

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考核评估是确保机制运行效率的核心问题。 对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现有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存在一定缺陷，而基于 ＧＥＰ 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能够激发受偿主体在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面的创新潜力；从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其他绩效考核的相容性来看，ＧＥＰ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的扭曲程度更低，可以作为县域环境考核的优化指标；从与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的相容性来看，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

考核体系并不是简单否定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体系的作用。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需要将其与现有绩效考核体

系有机结合，它特别适用于生态综合补偿机制下生态补偿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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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生态补偿的实践也在快速推进。 但是我国生态补偿仍然

存在重补偿轻考核、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不同领域以及地区实践进展不均衡等问题［１］。 在这些问题中，对生

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考核评估是确保机制运行效率的核心问题。
为评价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环保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９ 年联

合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通过对县域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实现转

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考核。 结合国外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ＥＳ）效率的研究［２⁃９］，我国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指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Ｉ）体系至

２０１１ 年开始已经进行了六年时间的探索［１０⁃１５］，最开始是 ＥＩ 指标体系的构建，构建过程中要遵循生态系统的

原理和体现生态功能差异性原则［１６］，从评价方法来看县域生态环境质量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评价，而转移支

付资金使用效果采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量进行评估［１７］。 自 ２０１２ 年起，该指标体系用于环保部、
财政部每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中央财政在当年转移支付资金

测算中对相应县域转移支付资金进行调整［１７］。 但是 ＥＩ 指标体系中只有自然生态指标，没有涵盖生态系统为

人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并且 ＥＩ 指标中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就导致现有的 ＥＩ 指标难以

有效的评估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无法完全真实的反映生态系统服务实际状况，这种绩效考核指标造

成的扭曲可能导致生态补偿机制的效率降低。 合理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具

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ＥＰ）由欧阳志云和朱春全等提出后得到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的积极倡导。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 ＧＤＰ 相对应，是生

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生产系统产品价值、生态调节

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１８⁃１９］。 Ｍａｒｋ Ｅｉｇｅｎｒａａｍ 等（２０１２）提出类似的概念，但他们更关注生态系统产品

与服务的净流量［２０］。 关于 ＧＥＰ 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关系，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ＧＥＰ 核算应该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结合，称之为生态 ＧＤＰ 或绿色 ＧＤＰ２．０［２１⁃２４］。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ＧＥＰ
应该是独立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单独指标，专门用以反映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１８， ２０］。
相对于 ＥＩ 指标体系，ＧＥＰ 应用于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更为合理。

本文对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对 ＧＥＰ 作为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

系的优缺点和政策相容性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１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必要性

１．１　 现有绩效考核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１．１．１　 基于活动类型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存在的缺陷

根据国际 ＰＥＳ 分析框架，生态补偿的绩效考核可以分为基于环境服务产出的直接考核，以及基于活动类

型变化的间接考核，前者也被称为基于产出的考核，后者也被称为基于投入的考核［２５］。 在我国目前的生态补

偿绩效考核中，森林、草原等领域一般所采用的都是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方式，例如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机制中对牧民减畜情况的监管等。 如果农（牧）户是风险厌恶的，则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方式可以更

好地提升补偿资金利用效率，因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考核这时候难以发挥明显作用［２６］。 但随着农

（牧）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如果要实施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机制，则会面临非常高

的监督管理成本，导致整个绩效考核的效率降低。 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更关注对受偿主体的活动限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绩效考核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受偿主体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知识经验，为生态系统

服务的供给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 （本文中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效率指考核的准确性和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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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优缺点

我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以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绩效考核一般采用的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产出的生态绩效考核，这种绩效考核方式不仅可以避免低效率行为的发生，而且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提供了

较为宽松的空间。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往往以指标代表生态系统供给服务。 当某项生态补偿政策

所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比较简单时，可以通过设定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扭曲程度较小并且高度相关的直接指

标用来考核。 例如欧美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ＰＥＳ 案例中以保护物种的动物数量作为绩效考核的直接依

据［２６］。 而当某项生态补偿政策所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比较复杂时，则需要构建指标体系来反映该区域的生

态系统供给服务。 例如在我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中，就是以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ＥＩ）
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
１．１．３　 绩效考核无法分离各项政策的实际影响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流域生态补偿等领域，其绩效考核的依据是相应的指标体系，补偿主体所能

观测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状况。 然而，相对于某单一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很多区域内的生态补偿不止

一种，某一生态补偿的实际效果往往受到其他生态政策的影响。 例如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绩效

考核中，林地、草地面积是重要的考核指标，然而由于林地、草地都有相应的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因此其覆盖

率或质量的提升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直接效果很难准确分离出来。 各项生态

补偿政策相互叠加和相互作用，使得对单项政策的绩效考核存在困难。
１．１．４　 监督管理成本较高，数据准确性存疑

由于存在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将大幅增加监管成本，需要

监管环境服务提供者是否按照合约的规定采取了特定的土地利用方式［８］。 例如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督

管理制度体系是禁牧和草畜平衡框架下的数量监管体系，主要包括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制度、各级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草原管护员制度、社会监督制度、草原生态补偿的绩效评价考核制度。 其中草原管护员

是直接负责监督牧民实际养殖规模的核心环节，但是由于牧区地广人稀，现有草原管护员每人负责的监管面

积动辄几十万亩，如果要实现高效率的监管需要投入巨大成本［２７］。 相比之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绩效

考核一般是以相关的环境监测数据作为主要依据。 作为一种直接的激励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信息不对称导

致的各种不经济行为，提升生态补偿机制效率。 但是从目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绩效考核情况来

看，相关指数或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准确性存在一定问题。 一方面，目前各项指标数据一般由县级政府部门

提供，虽然省级及国家环保主管部门都会进行核查或者抽查，但是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仍然

很有可能影响考核数据来源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基层的环境监测部门往往不具备所需要的环境监测能力，
尤其是相对贫困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环境监测部门其监测能力难以保障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
１．２　 ＧＥＰ 应用于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优势

１．２．１　 基于 ＧＥＰ 的直接绩效考核效率更高

ＧＥＰ 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通过建立国家或区域 ＧＥＰ 的核算制度，可以评估

其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和海洋等生态系统以及农田、牧场、水产养殖场和城市绿地等人工生态系统的生产总

值，来衡量和展示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变化［１］。 基于 ＧＥＰ 进行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是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

务产出的直接考核。 如上文所述，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可以给予受偿主体更为直接的

激励，有效解决因为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补偿无效率。 此外，基于 ＧＥＰ 的考核能够

激发受偿主体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面的创新潜力，有利于充分运用受偿主体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知识经

验，提升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通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还可以认识和了解生态系统的状况以及变化。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是与国内生产总值平行的核算指标，前者关注的是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后者关注的是经

济系统运行的状况。 ＧＥＰ 能够较为直观的反映给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便于受偿主体更为直观地了解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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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所产生的效益。 相较于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指标所反映出的专业化信息，ＧＥＰ 所反映出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量显然更容易被地方政府及社区民众所接受。
１．２．２　 ＧＥＰ 对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的扭曲程度较低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中，选择能够全面真实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状况的指标是关键

问题。 现有的 ＥＩ 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取、权重设定等方面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扭曲。 相对而言，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反映的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关于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探索已经由来已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模型经历了从静态估算向动态评估转变；
研究内容由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转变为时空动态变化评估的阶段；研究手段由传统技术逐步转变

为传统与 ＧＩＳ、ＲＳ、ＧＰＳ 相结合的方式［２１］。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和评估方法

框架，这为 ＧＥＰ 核算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２８］。 生态系统服务的种类划分是 ＧＥＰ 核算的重要参考，虽然两

者所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种类有所区别，但总体上的划分方式是一致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技术也是

现阶段 ＧＥＰ 核算的主要方法，以 ＧＥＰ 作为生态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可以更加真实的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实

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指标扭曲对于生态补偿效率的影响。
１．２．３　 基于 ＧＥＰ 核算的绩效考核成本较低

相对于基于活动类型的监督管理，以 ＧＥＰ 为核心指标进行生态补偿的绩效考核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

出的直接考核。 如前文所述，这种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效率损失。 基于

ＧＥＰ 核算的绩效考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受偿主体具体活动类型变化的直接监管，从而能够减少绩效

考核的直接成本。 即使在某些必须依据活动类型进行监管的领域，以 ＧＥＰ 为基础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直接

面向区域层面，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等较小的区域尺度上，具体的活动类型监管权力将被下放至乡镇、社区，
有利于提升监管效率。 此外，从 ＧＥＰ 指标本身的核算角度来看，借助于 ＧＩＳ、ＲＳ、ＧＰＳ 等现代化技术，ＧＥＰ 核

算的基础数据获取更为便捷、准确，实施监测的成本更低。
１．３　 贵州省生态补偿绩效考核

在贵州省现有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估办法中，退耕还林、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退牧还草是由政府主导的基于生态补偿活动类型的评价，其考核的

主要内容是活动类型的改变，通过建立政策影响之前的基线再结合政策实施后的情况，来衡量项目对条件性、
自愿性、额外性的实现程度，从而对政策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行评价。 贵州省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等因为农

（牧）户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林地（草地）监督成本增加，导致绩效考核的效率降低。 而贵州省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由政府组织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评价，其绩效评估是通过使用 ＥＩ 指数作

为考核指标来衡量其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状况，从而评价政策的实际效果，这种考核指标体系一般无法完全

真实的反映生态系统服务实际状况，导致生态补偿机制的效率降低。
基于 ＧＥＰ 进行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是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直接考核，能有效解决贵州省退耕

还林和退牧还草等因为农（牧）户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以
ＧＥＰ 作为生态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可以更加真实的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贵州

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指标扭曲对于生态补偿效率的影响。 第三，从 ＧＥＰ 指标本身的核算角度来

看，借助于 ＧＩＳ、ＲＳ、ＧＰＳ 等现代化技术，贵州省 ＧＥＰ 核算的基础数据获取更为便捷、准确，实施监测的成本

更低。

２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可行性

２．１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政策相容性

２．１．１　 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绩效考核的相容性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我国涉及范围最广、资金量最大的生态补偿政策，并且也是典型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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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状况进行绩效考核的政策。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是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绩效考核的核心依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指标分为技

术评价指标和调节指标两部分。 技术评价指标由自然生态指标和环境状况指标组成，分为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四类生态功能类型，根据被考核县域所属的生态功能类型选择相应的技术

评价指标进行考核。 调节指标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无人机遥感抽查以及人为因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部分（表 １），表 １ 来源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实施细则》。

表 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功能类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防风固沙 自然生态指标 植被覆盖指数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受保护区域面积所占比例

林草地覆盖率

水域湿地覆盖率

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

沙化土地面积所占比例

环境状况指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源排放达标率

Ⅲ类及优于Ⅲ类水质达标率

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水土保持 自然生态指标 植被覆盖指数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受保护区域面积所占比例

林草地覆盖率

水域湿地覆盖率

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所占比例

环境状况指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源排放达标率

Ⅲ类及优于Ⅲ类水质达标率

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水源涵养 自然生态指标 水源涵养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林地覆盖率

草地覆盖率

水域湿地覆盖率

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

受保护区域面积所占比例

环境状况指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源排放达标率

Ⅲ类及优于Ⅲ类水质达标率

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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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类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生物多样性维护 自然生态指标 生物丰度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林地覆盖率

草地覆盖率

水域湿地覆盖率

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

受保护区域面积所占比例

环境状况指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污染源排放达标率

Ⅲ类及优于Ⅲ类水质达标率

优良以上空气质量达标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调节指标 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无人机遥感抽查

人为因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指标在设计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按照生态系统特征筛选指标，指标包括生态

系统主要组成要素，如生物要素、环境要素；同时考虑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或影响，如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建设活动占地面积等指标；第二，由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分为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四种功能类型，不同功能类型县域在生态地理条件、产业结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均

存在差异，因此 ＥＩ 指标体系在自然生态指标设置方面根据不同类型县域的特点进行了差异化的设置；第三，
重视绩效评价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多地使用了行业部门在业务化工作中采集的各类监测数据、统计数据；
第四，在绩效评价中淡化生态环境质量现状，注重生态环境质量变化。 这是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长期持

续干扰以及生态系统自身演替，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找到能得到公认的生态环境质量基准，而基于不同时间点

的生态环境质量相对动态变化能够指示该段时间内生态环境改善或退化情况，能体现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成效，符合绩效评估目的［１７］。
如前文所述，ＧＥＰ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扭曲程度更低，可以作为县域环境考核的优化指标：首先，

ＧＥＰ 核算涵盖了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相比于 ＥＩ 指标体系中的自然生态指标更加全面；其
次，ＧＥＰ 核算通过价值评估实现了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加总，相对而言 ＥＩ 指标中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则具有较

强的主观性；最后，ＧＥＰ 核算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使生态系统服务变得更加直观。 从上述角度考虑，ＧＥＰ
可以成为 ＥＩ 指标体系中自然生态指标的合理兼容指标。

为了使 ＧＥＰ 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绩效考核有更好的相容性， ＧＥＰ 应该借鉴 ＥＩ 指标体系：第一，
ＥＩ 指数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的差异性，在 ＧＥＰ 核算过程中也应该结合不同区域的生态

系统特点设置差异性的核算体系；第二，ＥＩ 指数“重变化，轻基数”的特点也适用于基于 ＧＥＰ 的绩效考核，由
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绝对基准难以确定，以 ＧＥＰ 的动态变化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更加合理；第三，ＥＩ 指标中所

涉及环境状况指标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基于 ＧＥＰ 的绩效考核体系应该借鉴相关指

标，作为 ＧＥＰ 所反映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况的重要补充；第四，ＥＩ 指标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县级

自查、省级审核、国家评价”的绩效考核体系，ＧＥＰ 考核除了可以充分利用“３Ｓ”技术获取所需数据之外，还有

许多数据需要从各级政府监测部门获得，因此需要合理借鉴 ＥＩ 指标考核的相关管理经验。
２．１．２　 与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的相容性

通过上文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考核现状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森林、草原等领域的生态补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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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仍然以对于各种活动类型的监管为基础。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并不是简单否定基于

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体系的作用。
ＧＥＰ 与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同时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所获得数据也能为

ＧＥＰ 提供数据支撑，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往往包括对实施部门的制度建设、资金使用的评价以及对农牧

户的土地利用现状的监管等。 这种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是结合特定生态补偿机制特点设定的，在乡镇或

社区对受偿主体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５］。 这种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在较小区域范围内更加实用，并
且能够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因此，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需要

与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考核相结合，例如在县级以上层级采用以 ＧＥＰ 为核心指标的直接考核机制，并给予县

级统筹使用生态补偿资金、创新各种政策机制的自由空间，在实际操作中因地制宜的发挥基于活动类型的监

管措施的优越性。
２．２　 ＧＥＰ 核算的理论框架

图 １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２．１　 ＧＥＰ 核算框架

ＧＥＰ 的核算，就是对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与福祉

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价。
生态系统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的总

和就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属于直接

使用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属于间接使用

价值。 由于如生物多样性等支持功能仅仅支撑了产品

提供功能与生态调节功能，而没有直接为人类的福祉做

出贡献，并且这些功能的作用已经体现在产品功能与调

节功能之中，所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中不包括支持

服务的核算。 ＧＥＰ 的核算框架如图 １ 所示，为欧阳志

云等［１８］提出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框架。
可以用式（１）计算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ＧＥＰ ＝ ＥＰＶ ＋ ＥＲＶ ＋ ＥＣＶ （１）
式中，ＧＥＰ 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ＥＰＶ 为生态系统产品提供价值，ＥＲＶ 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ＥＣＶ 为生

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
２．２．２　 ＧＥＰ 的核算方法

本节将对贵州省 ＧＥＰ 进行核算，来验证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可行性。 贵州省供给服务价值核

算中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厅《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调节服务价值核算中使用核心数据为

２０１５ 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库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２０１５ 年数据更新

是在 ２０１０ 年数据基础上，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数据是在 １：１０ 万比例尺土地利

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基础上通过矢量数据栅格化生成的 １ ｋｍ 栅格数据；贵州省文化价值服务价值核算数据

来自于课题组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至 ８ 月在贵州省的实地调研，贵州省 ２０１５ 年各景区名录、游客数量、旅游收入均来

自于贵州省旅发委，课题组选择黄果树大瀑布景区、草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杉木河景区、云台山旅游景区和野

洞河旅游景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６３４ 份，收回有效问卷 ６２０ 份（其中黄果树大瀑布景区有效问卷 ２５１
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７．８％。

（１）供给服务

供给服务是指可为人类直接利用的产品，由于产品具有市场价格，因此要采用市场价格法核算供给服务。
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统计年鉴》中的“农林渔牧业增加值”作为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价

值，可得 ２０１５ 贵州省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价值为 １７１２．６７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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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调节服务

本研究运用 ＧＩＳ 等现代化信息处理手段对研究区域的土地覆被数据进行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模和

计算，以快捷、准确地得到调节服务功能量，运用 ２０１５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类型图为基础来计算贵州省调节服

务，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引起的调节服务的变化。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 ＬＵＣＣ 分类体系，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软件对贵州省的生态用地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采用“重分类”工具对贵州省土地利用类型

进行重新划分，划分为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漠等 ６ 类，然后分别对这 ６ 类土地利用类型进

行第二次“重分类”，接着采用“区域分析”工具统计贵州省这 ６ 类生态用地面积。 表 ２ 是谢高地等提出的不

同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２９］，从表中可以看出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
持服务和文化服务，本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当量转化为价值量需要合理确定每个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因子的经

济价值。 参照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方法的原理将 １ｈｍ２农田的每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作为 １ 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２８，２９］。 根据谢高地最新研究成果，２０１０ 年我国标准的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

的经济价值约为 ３４０６．５０ 元 ／ ｈｍ２［ ３０］。 用表 ２ 中的当量乘以经济价值就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ＣＯＥＦｈ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ＶＡＬｔｏｔａｌ ＝∑（ＡＣＲｈ×ＣＯＥＦｈ） （２）
式中，ＶＡＬｔｏｔａｌ为贵州省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ＡＣＲｈ 为贵州省第 ｈ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ＣＯＥＦｈ 为区县内

第 ｈ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系数，本研究中的 ＣＯＥＦｈ 是通过表 ２ 中的当量乘以生态系统

服务的经济价值 ３４０６．５９ 元 ／ ｈｍ２得到。 计算后可以得到贵州省 ２０１５ 年调节服务价值为 ７３０１．２２ 亿元。

表 ２　 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２９］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一级类型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ｙｐｅ

二级类型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ｙｐｅ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河流 ／ 湖泊
Ｒｉｖｅｒｓ ／ Ｌａｋｅｓ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０．３３ ０．４３ １ ０．３６ ０．５３ ０．０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原材料生产 ２．９８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２４ ０．３５ ０．０４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４．３２ １．５ ０．７２ ２．４１ ０．５１ ０．０６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气候调节 ４．０７ １．５６ ０．９７ １３．５５ ２．０６ ０．１３

水文调节 ４．０９ １．５２ ０．７７ １３．４４ １８．７７ ０．０７

废物处理 １．７２ １．３２ １．３９ １４．４ １４．８５ ０．２６

支持服务 保持土壤 ４．０２ ２．２４ １．４７ １．９９ ０．４１ ０．１７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４．５１ １．８７ １．０２ ３．６９ ３．４３ ０．４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提供美学景观 ２．０８ ０．８７ ０．１７ ４．６９ ４．４４ ０．２４

合计 Ｆｉ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２８．１２ １１．６７ ７．９ ５４．７７ ４５．３５ １．３９

（３）文化服务

旅行费用区间法（Ｔｒａｖｅｌ Ｃ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ＣＩＡ）和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ＶＭ）
作为生态景观的价值评估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两种方法，有着许多相似点。 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假设条件基础

上的非市场评价法；两种方法都以效用价值论和消费者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中都

包含了消费者剩余，当市场价格为零时，支付意愿就等于消费者剩余。 两种方法有着相似的地方，也存在着许

多不同。 从方法本身来看，ＴＣＩＡ 属于间接性评估方法，ＣＶＭ 属于直接性评估方法；ＴＣＩＡ 是替代市场法的代

表，ＣＶＭ 是假想市场法的代表。 从评估范围来讲，ＴＣＩＡ 只能评估景观的使用价值，而 ＣＶＭ 不仅可以评估景

观的使用价值，还可以评估景观的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等非使用价值。 从评估过程来看，ＴＣＩＡ 计

算中使用的数据具有客观性，ＣＶＭ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从准确性来讲，ＴＣＩＡ 所产生的偏差主要源于假设条

件，会导致使用需求曲线计算出的消费者剩余存在偏差，而 ＣＶＭ 产生的偏差是由于假设市场技术，从而引起

调查结果与实际支付意愿之间的偏差。 由于 ＴＣＩＡ 只能评估黄果树景区的使用价值，不能评估非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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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ＣＶＭ 可以同时评估黄果树景区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但是受调查者主观影响较大。 所以在本研究中，
就运用了 ＴＣＩＡ 与 ＣＶＭ 分别来评估黄果树景区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并加总算出黄果树景区的文化价

值，最后对 ５ 个景区的文化价值运用效益转移法计算出贵州省的文化服务价值。
ＴＣＩＡ 方法首先要计算游客的旅行费用，游客的旅行费用包括游客旅行所花费的直接费用和游玩所花时

间的机会成本，直接费用包括游客的交通、食宿和景区周围购物等实际花费的费用，而时间成本是假定游客可

以在使用与工作之间进行替代选择，即游客外出游玩将会承担一定机会成本。
游客旅行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Ｃ ＝ Ｃｄｉｒｅｃｔ ＋ １ ／ ３ × Ｄ × Ｙ ／ ３０ （３）
式中， Ｙ 为受访游客的月收入， Ｄ 为游客在黄果树景区游玩的天数， Ｃｄｉｒｅｃｔ 为游客所花费的直接费用。 对于时

间成本的估算，则主要是根据游客在黄果树景区游玩的时间和游客的工资率进行估算，根据目前 ＴＣＭ 相关研

究，机会成本折算系数一般使用 １ ／ ３。 这样就计算出黄果树景区样本游客的旅行费用，接下来要对样本的区

间进行划分。
假设有一个总样本数为 Ｎ 的游客样本集合，按旅行费用将其分配在对应区间，如［Ｃ０，Ｃ１］，［Ｃ１，Ｃ２］，…，

［Ｃ ｉ，Ｃ ｉ ＋ １］，…，［Ｃｎ －１，Ｃｎ］，［Ｃｎ，＋∞ ］，共 ｎ＋１ 个区间，每个区间的游客数分别为 Ｎ０，Ｎ１，…，Ｎｉ，…，Ｎｎ，其中 Ｎ
＝ΣＮｉ（０≤ ｉ≤ｎ）。 假定第 ｉ 个集合的每个游客都愿意在旅行费用为 Ｃ ｉ时进行一次旅游，则在旅行费用为 Ｃ ｉ时

愿意进行本次游憩的人数为 Ｍｉ ＝ΣＮ ｊ（ ｉ≤ｊ≤Ｎ），令 Ｑｉ ＝Ｍｉ ／ Ｎ，Ｑｉ即为价格为 Ｃ ｉ时的意愿旅游需求。 假设游客

具有相同的旅游需求，于是可以认为在价格 Ｃ ｉ时每个游客进行下一次旅游的概率为 Ｐ ｉ，令 Ｑｉ ＝Ｐ ｉ，Ｐ ｉ为游客在

价格 Ｃ ｉ时的出游率。 根据假设，可以将黄果树景区游客样本划分为 ２０ 个区间，如表 ３，从表中可以看出计算

出的游客的旅游需求 Ｑｉ。

表 ３　 样本区间分段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旅行费用区间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Ｃｉ，Ｃｉ＋１）

区间游客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Ｎｉ

愿意游憩人数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ｉ

出游率％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ａｔｅ％

Ｐｉ ／ ％

旅游需求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Ｑｉ

［０，２００） ３ ２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００） ３２ ２４８ ９８．８０ ０．９８８０

［４００，６００） ５５ ２１６ ８６．０６ ０．８６０６

［６００，８００） ５２ １６１ ６４．１４ ０．６４１４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２６ １０９ ４３．４３ ０．４３４３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２０ ８３ ３３．０７ ０．３３０７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１５ ６３ ２５．１０ ０．２５１０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１２ ４８ １９．１２ ０．１９１２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１０ ３６ １４．３４ ０．１４３４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６ ２６ １０．３６ ０．１０３６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６ ２０ ７．９７ ０．０７９７

［２２００，２４００） １ １４ ５．５８ ０．０５５８

［２４００，２６００） ０ １３ ５．１８ ０．０５１８

［２６００，２８００） ３ １３ ５．１８ ０．０５１８

［２８００，３０００） ２ １０ ３．９８ ０．０３９８

［３０００，３２００） ３ ８ ３．１９ ０．０３１９

［３２００，３４００） １ ５ １．９９ ０．０１９９

［３４００，３６００） ０ ４ １．５９ ０．０１５９

［３６００，３８００） ０ ４ １．５９ ０．０１５９

［３８００，） ４ ４ １．５９ ０．０１５９
　 　 Ｃ，：旅行费用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Ｎ：区间游客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Ｍ：愿意游憩人数；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Ｐ：出游率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ａｔｅ；Ｑ：旅游需求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ｅ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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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愿需求曲线的模拟。 在旅行费用区间划分的基础上，定义 Ｑｉ 是每个游客在价格为 Ｃ ｉ 时的意愿旅

游需求对 Ｃ ｉ 和 Ｑｉ 进行回归拟合可以得到游客个人意愿需求曲线 Ｑ ＝ Ｑ Ｃ( ) 。 式中 Ｑ 为游客的旅游需求，Ｃ
为旅行费用。 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 软件分别采用线性、指数和二次曲线来拟合游客意愿需求曲线，表 ４ 为不同形式

方程回归结果，可见指数形式的意愿需求曲线拟合效果最佳，因此采用该方程作为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意愿需

求曲线。

表 ４　 黄果树景区游客意愿需求曲线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ｓｈｕ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２值

Ｒ２ ｖａｌｕｅ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线性 Ｌｉｎｅａｒ Ｑ＝ ０．７３３２－０．０００２Ｃ ０．７４４６ ５２．４８

指数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Ｑ＝ １．０９９６６ｅ－０．００２７ Ｃ ０．９８６４ １３０７．４５

二次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Ｑ＝ 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０７Ｃ＋１．３１∗１０－７Ｃ２ ０．９６７０ ２４９．３０

　 　 Ｑ：游客的旅游需求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ｅｍａｎｄ；Ｃ：旅行费用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消费者剩余和使用价值计算。
根据游客需求曲线，可以计算第 ｉ 个区间每位游客的消费者剩余，计算公式为：

ＳＣＳｉ ＝ ∫¥

Ｃｉ

Ｑ（Ｃ）ｄＣ （４）

加总各区间游客的消费者剩余可求出样本游客的总体消费者剩余，计算公式为：

ＳＣＳ ＝ ∑
ｎ

ｉ ＝ ０
Ｎｉ × ＳＣＳｉ （５）

ＣＳ 为景观的使用价值，计算公式为：

ＣＳ ＝ ＳＣＳ
ＳＮ

× ＴＮ （６）

式中， ＴＮ 为某一自然景观游客总量， ＳＮ 为该景观样本游客数量。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黄果树 ２０１５ 年使用价

值为 ８．９ 亿元。
基于 ＣＶＭ 的黄果树景区非使用价值估算。 本研究首先需要确定游客是否愿意对自然景观的非使用价值

进行支付，如果愿意，则让游客选择问卷上所提供支付金额选项中所能接受的最大值作为其支付意愿 ＷＴＰ ｉ ，
并取所有愿意支付的游客支付意愿的中间值 ＷＴＰｍｅｄｉａｎ 作为游客的平均支付意愿。 从而求出该景观的总体非

使用价值，其中 Ｐ 为受访游客中具有支付意愿的游客所占比重。 计算公式为：
ＷＴＰ ｔｏｔａｌ ＝ＷＴＰｍｅｄｉａｎ×ＳＮ×Ｐ （７）

下面运用 ＣＶＭ 核算黄果树景区的非使用价值。 根据问卷调查，２５１ 位受访游客中有 ９２ 位具有支付意愿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ＷＴＰ），占样本总体的 ３６．６５％。 表 ５ 为黄果树景区游客支付意愿累计频度分布表，其中，
相对频度为全部受访游客中具有该水平支付意愿的游客比重，调整频度为愿意支付的游客中具有该水平支付

意愿的游客比重。 按照支付卡方法的原理，以愿意支付的游客的支付意愿中间值作为平均支付意愿。 由表 ５
中调整频度的累计频度可以看出，愿意支付的受访游客的支付意愿中值为 ６０ 元， ＳＮ 为 ２３７ 万人，通过计算

非使用价值为 ０．５２ 亿元。 黄果树景区的文化价值就是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加总，为 ８．９ 亿元。
采用相同的核算方法，可以得到草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杉木河景区，云台山旅游景区和野洞河旅游景区的

文化价值，结合贵州省 Ａ 级景区名录，采用效益转移法估算出贵州省 ２０１５ 年的文化价值约为 ２０８．４６ 亿，运用

公式（１）可得贵州省的 ＧＥＰ 为 ９２２２．３６ 亿元。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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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黄果树景区游客支付意愿累计频度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ｓｈｕ

支付意愿 ／ 元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 ｙｕａｎ

绝对频次 ／ 人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ｐｅｒｓｏｎ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调整频度 ／ ％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累计频度 ／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５ ２ ０．８０ ２．１７ ２．１７

１０ ７ ２．７９ ７．６１ ９．７８

２０ ９ ３．５９ ９．７８ １９．５７

３０ ４ １．５９ ４．３５ ２３．９１

４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９１

５０ ２０ ７．９７ ２１．７４ ４５．６５

６０ ４ １．５９ ４．３５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８ １１．１６ ３０．４３ ８０．４３

１５０ １ ０．４０ １．０９ ８１．５２

２００ ８ ３．１９ ８．７０ ９０．２２

３００ ３ １．２０ ３．２６ ９３．４８

５００ ６ ２．３９ 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２ ３６．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３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所需配套政策

２．３．１　 生态综合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政府许多部门都在进行生态补偿探索，并且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长期以来各部门的补偿政策欠

缺有效的协调，不同部门各自为战的状况导致了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的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首先，我国

的生态补偿资金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各部门的补偿资金欠缺统筹协调，不同部门的补偿政策可能存在重复

补偿或者无法全面覆盖潜在受偿地区的问题，甚至存在补偿政策的相互冲突。 其次，由于不同部门的补偿政

策欠缺协调，不同补偿政策的补偿标准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在生态状况相似的区域，由于土地可能归属

不同部门管辖，因而进入不同政策的补偿范围，享有不同的补偿标准，可能产生土地承包权所有者对补偿政策

的不满。 再次，目前各部门的生态补偿主要是基于该部门职责范围，更多地关注相应的生态系统保护状况，很
少把生态补偿与脱贫的联系起来。 许多政策的补偿标准时按照土地面积设定的，资源禀赋较好的土地经营者

很可能获得更多补偿；许多项目扶持式的生态补偿政策则要求农户拥有投资项目的初始资本，导致许多贫困

农户被限制在政策门槛之外，难以从生态补偿政策中获益，造成了生态补偿扶贫的困境。 最后，目前我国的生

态补偿政策普遍存在“重项目、轻绩效”的问题，重视项目的设定和实施，但对于项目具体产生的绩效考核不

够充分，或者不同部门各自在考核本部门政策的绩效，由于生态环境改善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很难准确衡量各

项政策的单独效果。
建立基于 ＧＥＰ 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各项生态补偿政策的协调整合将是首要的配套政策。 一方面

来看，ＧＥＰ 所评价的是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体状况，如果各项生态补偿政策作用效果相互叠加或者相互

冲突，则无法准确识别各项政策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作用，进而导致无法实施针对性的激励机制提升生

态补偿资金激励效果。 另一方面，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的重要优势在于可以充分

发挥受偿主体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经验，激发生态产品供给的创新动力。 生态补偿资金的统筹使用显然是

保证受偿主体创新空间的基本前提，现有的资金条块分割现状将削减直接激励所产生的创新空间，因此生态

综合补偿机制的建立对于强化基于 ＧＥＰ 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具有重要意义。
２．３．２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

上下级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２）指出相较于单一代理人的

“委托－代理”情形，多代理人情形更有可能签订接近最优的激励合同，主要原因在于多个代理人在相似环境

中承担相同工作任务，在评价他们的绩效时可以通过对产出的横向降低因环境不确定性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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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３１］。 这也为上级政府与多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之间的考核激励机制改进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 基于

相对绩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在代理人足够多的情形下可以将其系统风险完全剔除，进而实现激励合同的帕累托

改进，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代理成本。 而在建立基于 ＧＥＰ 的区域性生态补偿考核激励机制时，实施相对绩

效考核激励的关键在于结合各重点生态功能县的地理位置、生态关联等因素，识别出存在相同系统风险的、具
有可比性的区域。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剔除某个重点生态功能县所面临的全部系统风险，但仍可以减少激励机

制的效率损失。

３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政策建议

３．１　 将 ＧＥＰ 与现有绩效考核体系有机结合

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并不是对现有绩效考核体系的简单替代，需要与现有绩效考核体系

进行有机结合。 对于现有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绩效考核，可以进行适当的借鉴与调整。 例如县域生态

环境质量考核中除了自然生态指标之外，还在环境状况指标中设置了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源排放达标

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等指标。 这些指标与 ＧＥＰ 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环境的不同侧面，在实践中

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进行协调应用。 此外，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在相关基础数据的监测、报送、审核等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为 ＧＥＰ 考核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以 ＧＥＰ 为基础指标构建基于生

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系并不是要完全摒弃现有的基于活动类型的绩效评价体系。 在针对

社区、农户等微观层面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中，开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相对困难，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等活动类

型的监管仍然不可或缺。 如图 １ 所示，把生态补偿考虑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框架中，结合 ＥＩ 的指标体

系，提出 ＧＥＰ 的核算方法。
３．２　 探索建立生态综合补偿机制

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是将 ＧＥＰ 纳入生态补偿绩效考核的重要配套政策。 基于 ＧＥＰ 所建立的基于生态系

统服务产出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最终反映的是某一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服务状况，所核算的是生态系

统产生的最终产品。 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框架下，通过 ＧＥＰ 的核算能够反映出区域生态环境状况，但是难以识

别具体政策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完善与优化。 通过构建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协
调整合各项生态补偿政策，并将资金使用权下放至地方政府，上级政府部门只负责对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最

终结果进行考核激励。 在生态综合补偿的政策基础之上，以 ＧＥＰ 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将有更为明确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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